
澄  清  醫  護  管  理  雜  誌
CHENG  CHING  MEDICAL  JOURNAL

．24

共同決策於臨床醫學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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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醫療品質可以切割為兩個面相：醫療決策品質

和執行決策品質，沒有優質的決策品質，絕不可能孕

育出圓滿的診療結果。醫療決策之演變由最早的父

權決策模式（paternalistic decision-making model），由

醫師代為決定病患的一切醫療決策，然而醫師所片面

代為決定之決策，是否真正能夠反應出病患所想要

的醫療服務？是否符合病患最佳利益？且其後果卻

將由病患獨自承擔。隨著知識的普及，以病人為中心

的照護理念的抬頭，美國Institute of Medicine這一機

構更指出在以病人為中心之理念下，病人的價值觀必

須導引所有臨床決策，同時相關倫理與法律的規範

也逐步建構成型和消費者意識高漲等等因素，因而

漸漸轉移至告知決策模式（informed decision-making 

model）。醫師負責告知病患所有診療相關的醫學知

識，然後退居第二線，由病患單獨（或和相關人士）

擬定醫療決策，再委由醫師執行。表面上好像落實以

病患為中心的醫療，但其問題在於—病患是否能夠在

短時間內了解所有相關醫學知識再融入自己的喜好，

並做出最佳醫療決策，這不無疑慮。本著醫病關係

必須建立於信任、愛心、以病人為中心和提供最好的

醫學知識，因而介於父權決策模式和告知決策模式

的共同決策模式（shared decision-making model:SDM 

model）慢慢興起（表一）[1-5]，在各種不同的醫療決

策模式當中，SDM更被譽為是”以病人為中心照護“

理念的最佳闡述[6-8]。

SDM決策模式之探討

SDM目前並無全世界統一的操作型定義，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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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醫療決策的品質攸關整體醫療品質和病人的福

祉，目前臨床最常見有三種醫療決策模式：（1）
父權決策模式，（2）告知決策模式，（3）共同決
策模式，其中共同決策模式最能夠凸顯以病人為

中心照護之精神。我們先就父權決策模式和告知決

策模式，做一個概括性的論述，再深入探討共同決

策模式，就其定義、臨床應用、臨床試驗是否適合

或必須適用和其執行障礙等面相加以探討。依其定

義而言我們主要採用Charles C等學者之定義並增添
一項病患在參與共同決策模式時，於資訊交換該階

段，和醫師一樣，可提出對醫療計畫之建議。希望

本篇文章有助於共同決策模式之推廣，進而提升醫

療品質，造福病患，將以病患為中心的照護精神發

揚光大。

受理日期：2015年1月；接受刊載：2015年2月

關鍵詞：�共同決策、以病人為中心照護	

owner
打字機文字
閱讀重點：
1.瞭解各種決策模式之特質與優缺點
2.你的個案參與決策的程度為何？
3.SDM於實務應用上，可能遭遇之困難。

owner
打字機文字

owner
打字機文字
SDM：亦翻譯成「共享決策」



  Vol. 11  No.2  Apr.  2015
第十一卷  第二期  二○一五  四月25．

文章對於SDM之定義，以Charles C之定義為骨幹[2]，

將其定義如下：包括了3個特徵：（1）至少有醫師和病

患雙方共同參與，（2）醫師提出各種不同診療處置方

案之實証資料，病患提出個人喜好和價值觀，並且彼

此交換資訊和討論，（3）經過醫病之溝通和討論，共

同達成對病患目前狀況最佳並可行之治療選項，也就

是兼具知識、溝通和尊重此三元素[13,14]，另外我們

建議在醫病互動的決策過程當中融入了病患也可提

出醫療計畫之建議（圖一），如此將更能夠呼應並反

應網路資訊時代，醫療知識的普及與易於獲取之醫

療現況，更可突顯出病患是扮演著積極主動參與者

的角色，甚至有機會提出負責診療醫師尚未觸及的診

療選項，補足醫師所提出診療選項的最後一里路。另

外為提昇醫師告知病患相關醫學知識之效率並使病

人使能，可針對不同的臨床議題，建議由各專科醫學

會召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發展出各式各樣的臨床決

策輔助工具（decision aids），其形式可以以衛教單張、

手冊、圖表和影音多媒體教材等方式呈現，且可透過

電腦與網路傳播，將有助於病患相關知識的快速獲得

並拉近醫病雙方醫學知識的落差、降低做決策時病

患內心的衝突和更能夠主動積極投入參與共同決策

並達到結論[9-12]。

綜合論述

SDM執行步驟 醫師 病患

商議

決策

資訊交換

● 說出所有病史

● 提問並回答醫師問題

● 表達自己的喜好與價值觀

● 建議診療方式*

● 提出各種診療方式之最新實證

● 使用病患理解之語言並確保其能夠了解

● 聆聽與回答病患問題

● 不同診療方式再度確認

● 探討病患之喜好與擔憂

● 協商不同診療選項與病患喜好之磨合

● 推薦診療方式

● 醫病共同決定治療方式

● 病患自我效能檢視

● 探討如何執行

圖一 Charles C等提出的醫病共同決策模式

﹡為本篇作者建議新增項目

表一 常見3種醫療決策模式之比較

醫療決策模式
過程

父權決策* 共同決策��† 告知決策 ‡

方向

流向

內容

最低要求

商議階段

決策參與者

決策者

單向（大部分）

醫師→病人

醫學

合乎法律底線

醫師

（其他醫療同仁）

醫師

雙向

醫師     病人

醫學和病人價值觀

任何和決策相關資訊

醫師和病人

（可能有其他相關者）

醫師和病人

單向（大部分）

醫師→病人

醫學

任何和決策相關資訊

病人

（可能有其他相關者）

病人

註：*Paternalistic model; †Shared model; ‡Informed model

→←

clhsieh
螢光標示

clhsieh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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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M為臨床決策模式之一種，其特色為提供

專業諮詢的醫師，尊重病患的價值觀並和病患共同

做出可行且對病患最有利的醫療決策。那些臨床情

境建議採納SDM模式？目前的看法是：”醫療不確

定性”（medical uncertainty）的成分比重越大者、

目前尚無明確之實證結果、越嚴重致命疾病、可能

有重大身心功能或形像改變或併發症之手術、藥

物、診斷和處置和需長期服用之藥物等這些臨床情

境，就應該要考慮採行融入病人好惡的SDM決策

模式（表二）[3]。就以預防醫學為例，癌症篩檢

長久以來一直有兩大疑慮：（1）敏感度和特異性

的問題，（2）早期介入之效益如何，也就是如何

區隔出假病（pseudo-disease），美國U.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USPSTF）建議臨床醫師在執行

疾病篩檢和藥物預防疾病時，可依照USPSTF對於

種種疾病篩檢方法和藥物預防疾病之實證位階給予

不同的決策模式，如果歸類為實證等級A和B－即

對於接受篩檢或藥物預防之參與者，顯然地利遠

大於弊，在此種情境以採用告知之醫療決策模式即

可，得以避開冗長且無意義的討論。對於實證等級

C（些微益處）、D（沒有益處甚至有害）、I（實

證品質不良）之篩檢或藥物預防，如果病患有所須

求時，建議必須執行SDM診療模式[13]，2014年美

國癌症醫學會更建議子宮內膜癌、攝護腺癌和肺癌

的篩檢採行SDM的診療模式[14-16]。自從1997年第

一篇SDM相關的隨機臨床研究發表了之後，臨床有

關於SDM應用之研究，就陸續有多篇文章發表，涵

蓋臨床各部科，探討內容有癌症的診療、乳房重建

手術、上呼吸道感染與抗生素的使用、流產手術、

神經外科加護病房照護和骨科手術等多篇文章，其

結論都給予SDM正面評價，可協助提昇醫療品質，

降低醫療費用[17-23]，甚至護理界也開始注意此

一議題[20,24]。那些臨床情境可能不適合或不須要

執行SDM診療模式？（1）具有實證基礎之臨床常

規：如子宮頸抹片檢查、戒菸、不安全性行為和使

用汽車安全帶上等項目大費周章，使用SDM的決策

模式；但如果病患依然有所質疑時，當下醫護人員

仍然可以更開放的胸襟，深入病患和相關人員之內

心世界，了解其價值觀和意願，以解開病患心中的

疑惑，（2）須緊急處置之突發危害生命狀況：於

急診室、加護病房、洗腎中心、產房和手術室之突

發危急狀況（表三），然而某些急診情境，SDM似

乎也有揮灑的空間[25]。

表二 建議採用＂共同決策＂之臨床情境

1.〝醫療不確定性〞比重愈大者：複雜、多重選擇。

2. 目前尚無明確實證結果之處置與用藥。

3. 越嚴重致命疾病。

4. 可能有重大身心功能、形像改變或併發症之處置與用藥。

5. 需長期服用之藥物。

表三 不適合或不須要執行＂共同決策＂之臨床情境

1. 具有實證基礎之臨床常規：子宮頸抹片檢查、戒菸、不

安全性行為和使用汽車安全帶等。

2. 須緊急處置之突發危害生命狀況：急診室、加護病房、

洗腎中心、產房和手術室之突發危急狀況。

臨床試驗是否適合或必須適用SDM？

臨床試驗往往隱藏著很多未知的風險，尤其是

新藥物、新器材和新技術相關的臨床試驗。然而臨床

試驗為消除採樣之偏差，其研究設計往往盡可能採取

隨機取樣模式，而忽視、不尊重個人的喜好或感受，

是否唯有如此才合乎科學？科學始終來自於人性又該

如何解讀？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是否遇到了臨床試

驗就須要退縮轉彎？受試者個人的喜好是否可歸為

另一個獨立變項？在臨床試驗的分組，為了探索一個

充滿變數的結果而犧牲了受試者個人的喜好，這樣的

研究結果是否真正能夠反應實際的醫療現況？或是

不同人生價值觀的受試者經過了SDM的決策模式，受

試者選擇了符合自己人生觀的治療模式，這樣的結果

是否更貼切醫療現況且才是真正研究成果。例如有

一個針對肺癌的臨床試驗區分為放射治療和化學治

療兩組，可能有些受試者就是恐懼放射治療，有些受

試者就是不願意化學治療，經過了SDM的決策模式之

後（在決策過程當然也可適時藉助於決策輔助工具，

以提升受試者相關知識並節省時間），這些適合接受

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之受試者，依個人意願分別參

與了各自喜歡的治療方式，這樣的研究結果難道不是

更貼近真理嗎？這樣的模式是否窒礙難行或是會增

加大量研發經費，這議題我們也正在做研究中，並已

獲得澄清綜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通過（人體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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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論述

1.〝醫療不確定性〞比重愈大者：複雜、多重選擇。

2. 目前尚無明確實證結果之處置與用藥。

3. 越嚴重致命疾病。

4. 可能有重大身心功能、形像改變或併發症之處置與用藥。

5. 需長期服用之藥物。

編號HP140041），應該很快會有初步成果[26]。

SDM執行之障礙 

SDM的診療模式是一個正在萌芽發展當中的臨

床診療模式，其在各相關領域的實施，無可避免將會

面對許多困難與挑戰，尤其是時間、技巧與態度[27]。

首先就時間而言，在執行SDM之資訊交換、商議和決

策這三階段時，須要醫病雙方（和其相關者）共同付

出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醫師必須準備呈現一個中性且

涵蓋該診療議題全面相關醫學知識，這對於臨床醫

師而言，何嘗不是一個挑戰與負擔。雖然臨床決策輔

助工具的開發有助於減輕醫師的負擔，但是它並不見

得適用於所有病患和情境。另一個要注意的面相是醫

病溝通的技巧與藝術，SDM的診療模式對於醫病雙

方而言，都是一個嶄新的體驗，可考慮將SDM相關課

程和醫病溝通技巧融入醫師再教育課程，甚至納入

醫學院授課內容[28,29]，病患這一端，可能不同的個

性與人格特質，對於SDM的診療模式有不同的接受

度，相關研究指出年輕族群和教育程度較高者，比較

能夠接受SDM的診療模並且能夠較為主動積極參與

[24,27,28,30]，另外可能有些病人甚至也弄不清楚自己

的喜惡，或是害怕做了不對的決策，或是中國人保守

的民族性，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尤其針對某些特

殊敏感的議題（如性行為），更是羞於啟齒。目前可透

過多媒體宣達SDM的理念和病人的權利和義務，使

一般民眾能夠了解此種新的醫療決策模式，於必須參

與執行SDM時可欣然接受並積極參與SDM的診療模

式。另外就健保給付制度而言，針對適合SDM的臨床

情境，設計出適當的誘因，胡蘿蔔與棍子雙管齊下，

也絕對有助於SDM診療模式的推廣，其實目前的全人

照護個案討論會就有點SDM診療模式的精神。

結論

以病人為中心照護是現代醫學的主流，然就臨

床診療而言，告知決策模式僅守住道德與法律規範之

底線，SDM之醫療決策模式是將以病人為中心之理念

推進發展至另一嶄新的境界，但SDM僅是常見三種

醫療決策模式的一種，並不是臨床診療的萬靈丹，且

其執行有一定技術門檻與限制。醫師如果能夠養成

平時用心聆聽，仔細觀察推敲病患內心世界和其喜好

與價值觀，縱使在採用其它醫療決策模式時，醫師仍

然能夠本於行善原則，協助病患做出對其最有利且傷

害最少的醫療抉擇。臨床上決定採用何種臨床決策

模式須取決於當下臨床情境、病患想法和醫師態度，

但無論如何都必須謹守法律規範之底線和醫學倫理

的要求，盡可能提供病患所最須要與最想要的醫療

服務，提高病患執行診療計畫的順從度，以達到病患

所期待的醫療處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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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medical decision-making affects both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and 

welfare of patients. Paternalistic, informed and shared decision-making models are three 
of the most adopted medical decision-making models. Among them, the shared decision-
making model can best reflect the essence of patient-centered care. We first mad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paternalistic and informed decision-making. Then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definition, applications in clinical trials and obstacles of the shared decision-making 
were presented. In addition to the definition of Charles C and et al., we added that patients, 
as doctors, can present medical care options during the stage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while participating in shared decision-mak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shared decision-mak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benefit 
patients’ overall medical experience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patient-centere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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